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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世人眼中陶渊明既是隐士也是饮者，而且也并非完全忘怀于政治;他的诗歌风格既有平淡自然
的一面，也有豪放的一面。这些解读在不同时代的陶渊明接受史上均有体现。尤其在抗战时期的特殊语境
下，学者文士对陶诗的欣赏以及对陶渊明形象的理解更是呈现出独特的文化意义。其不仅契合于民族救亡的
主题，也让陶渊明这一诗人形象获得新的时代内涵与文学价值，在陶渊明接受研究中具有不可忽略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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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文学史上，陶渊明历来以隐士形象而
闻名，陶诗也以诗风平淡自然而著称。但陶诗与
陶渊明形象其实还有其他不同的解读，朱熹谓其
“豪放”［1］，鲁迅言其“金刚怒目”［2］。在不同的
时代每个人都可以从陶渊明的接受过程中寻获自
己所需要的精神资源，而 20 世纪抗日战争时期的
陶渊明研究与接受，也同样如此。在抗战这个特
殊的学术语境里，陶渊明及其作品所展现出来的
诗性灵魂、人格气节，依然散发着独特的文化魅
力，对战时的作家和学者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他们津津乐道于陶渊明的人格及其作品，在战火
硝烟的苦难岁月里追寻陶渊明诗意的足迹，构建
美好的精神家园。但是动荡而残酷的战争现实却
将他们心中的诗意家园冲击得支离破碎。对此，
他们将目光投向陶渊明诗文中抗争现实的一面，
通过对陶渊明进行学术研究，以契合救亡图存的
时代主题，表达他们对抗战时期社会文化的现实
关怀之情。因此可以说，陶渊明在抗战时期获得
了新的时代文化意义，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

一、人格魅力之感发与自由精神之共鸣

陶渊明之所以得到古今文人学者几乎一致的

推崇，除了其诗歌成就本身之外，更重要的乃在于
其人格魅力的感染。处于抗战时代的作家和学者
对陶渊明的理解也是如此，他们在写作过程中或
在日常生活里，常常赞赏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
而又甘于贫穷的高尚人格。特别是处于人命危浅
的战乱时期，陶渊明这个古代诗人的形象对战时
华夏民族文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废名一直对六朝人物热爱有加，对陶渊明更
是如此。他不仅在创作中借鉴陶诗的风格，自称
“写小说乃很像古代陶潜、李商隐写诗”［3］，还引
陶渊明为隔代知己。如他在读到《闲情赋》“愿在
昼而为影，常依形而西东，悲高树之多荫，慨有时
而不同”的时候，他联想到陶渊明“大约是对于树
荫凉儿很有好感，自己又孤独惯了，一旦走到大树
荫下，遇凉风暂至，不觉景与罔两俱无，唯有树影
在地”，并指出自己“亦有此经验”，在陶渊明身上
找到自己的影子; 又在读到《影答形》“与子相遇
来，未尝异悲悦，憩荫若暂乖，止日终不别”的时
候，说自己与陶公可谓“莫逆于心”［4］，千载之下，
尚友渊明。而在抗战时期，废名所创作的《莫须
有先生坐飞机以后》这篇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
其中也是多处借用、化用了陶渊明的事迹和诗文，
流露出莫须有先生即废名本人对陶渊明的喜爱与
佩服之情。小说中有一段描写如下:

莫须有先生佩服陶渊明，陶渊明那样不
肯为五斗米折腰的人，换一句话说他瞧不起
当时的国家社会政府官吏，而他那样讲究家
族关系，一面劝农，自己居于农人地位，一面
敦族，“悠悠我祖，爰自陶唐”“同源分流，人

·531·

ChaoXing



易世疏，慨然寤叹，念兹厥初”，在魏晋风流
之下有谁像陶公是真正的儒家呢? 因为他在
伦常当中过日子。别人都是做官罢了，做官
反而与社会没有关系。农人是社会的基础，
农人生活是真实的生活基础，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都在这里了。否则是做官。一做官便
与民无关。所以中国向来是读书人亡国的，
因为读书人做官。中国的复兴向来是农民复
兴的，因为他们的社会始终没有动摇，他们始
终是在那里做他们的农民的，他们始终是在
那里过家族生活的。中国古代的圣人都是农
民的代表，故陶诗曰: “舜既躬耕，禹亦稼
穑”，后代做皇帝的也以知道稼穑艰难为唯
一美德了。难怪他们总是喜欢同乡下人喝
酒:“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他是知道农
人的辛苦，而且彼此知道忠实于生活
了［5］1024。
在战时居住于黄梅乡间的废名即莫须有先

生，得以经常和劳动人民接触，因而他深知农民兄
弟之间手足情谊之可贵，以及他们所潜藏的伟大
力量。他所说的“中国的复兴向来是农民复兴
的”“中国古代的圣人都是农民的代表”，可谓饱
含深情的箴言。而那位宁愿不为五斗米折腰当
官，也要身居乡村做农民的陶渊明，则让废名大为
激赏，也视其为心中的圣人。因此他在小说中以
陶诗赞美乡土稼穑，并通过描写陶渊明与农人喝
酒共乐的场景，传达他对农民兄弟的歌颂之意。

同样喜爱陶渊明的朱自清，不仅对陶诗进行
了拟作，①而且在西南联大期间还专门开设“陶渊
明诗”的课程，对战时陶渊明诗歌的传播起到了
重要作用。同时他更是践行着陶渊明不慕荣利的
品德操守，“断然拒绝了国民党反动派高官厚禄
的收买和拉拢，躲开了国民党在昆明的‘司令’
‘要人’的拜访，不与他们同流合污。他在那些趋
炎附势、巴结官场的文人面前，在那些对抗战悲观
失望的颓废文人面前，高洁地站立着。”［6］朱自清
可以称得上是现代版的陶渊明，他的这种高洁行
为，正是在生动地诠释着当年“不为五斗米折腰”
的彭泽县令的傲骨气节。

朱陈回忆起父亲朱光潜时曾提到，朱光潜
“在抗战前就从陶潜的《时运》诗序中的‘欣慨交
心’这句话取出‘欣慨’两个字，作为他的室名”，
同时还“请两位会篆刻的朋友替他篆刻了‘欣慨
室’三字图章，又请马一浮替他篆写了‘欣慨书
斋’四字的横幅”［7］。朱光潜在战时写的《陶渊
明》一文中指出，从“欣慨交心”一语中，可以体会

陶渊明精神生活的淡泊清醒以及内心世界的透彻
明朗:“他有感慨，也有欣喜; 惟其有感慨，那种欣
喜是由冲突调和而彻悟人生世相的欣喜，不只是
浅薄底嬉笑; 惟其有欣喜，那种感慨有适当底调
剂，不只是奋激佯狂，或是神经质底感伤。他对于
人生悲喜剧两方面都能领悟。”［8］朱光潜以“欣
慨”作为自己的人生态度，淡泊而明朗地走过了痛
苦的战乱岁月，足以见出陶渊明对其影响的深刻。

其实在抗战这个特殊时期，人们之所以受陶
渊明人格魅力之感染，正是源自于他们心中对自
由精神的诉求。身处晋宋之际的陶渊明“以超然
出世的审美态度审视着人生，对生活进行有距离
的观照，不仅有效地化解人生中的诸般烦恼，而且
获得精神上的独立自由以及美的享受”［9］，其所
展现出来的是一种自由而美的人格魅力，是魏晋
风度的绝佳代表，因此正契合战时人们的精神需
求。宗白华就对以陶渊明为代表的魏晋人颇为青
睐，认为他们所展现出来的“洋溢着生命，神情超
迈，举止历落，态度恢廓，胸襟潇洒”［10］之自由精
神，能够在抗战时期起到激励人心的作用。所以，
宗白华通过撰写《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
文，对以陶渊明为代表的魏晋人所具有的自由精
神予以旌表，并用以鼓舞民族抗战的斗志。②

可以说，抗战时期的知识分子深受陶渊明人
格魅力的影响，他们在陶渊明身上寻获与时代相
契合的自由而美的精神。因此，陶渊明也成为他
们创作与研究的重要话语资源。

二、苦难中的诗意追寻与心灵抚慰

在时局动荡不安、国运多舛难测的抗战时期，
知识分子们在连天炮火中颠沛流离，不仅要面对
极度匮乏的物质生活，还要遭受严峻的生命威胁，
他们的内心自是苦闷而压抑。但即便是在如此纷
扰不堪的环境之下，他们也没有放弃对精神家园
的构筑和对诗意人生的追求。而千年前身处晋宋
易代这一同样混乱而黑暗时期的陶渊明，以超越
时空的诗性灵魂激发了这些知识分子的情感共
鸣。因此，他们不仅将陶渊明及其诗文融入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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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朱自清作有拟陶诗《陶潜归田园居》《饮酒》等，
收录在其《敝帚集》中。

《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原刊于 1941
年 1 月《星期评论》第 10 期，此后宗白华将其修订，发表
在《时事新报》1941 年 4 月 28 日《学灯》第 126 期上，同年
5 月 5 日《学灯》第 127 期又续登此文。一篇文章被连续
刊登两次，可见宗白华对此文之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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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学创作，还对陶渊明进行了别有创见的深入
研究。读陶、和陶、学陶、研陶，对他们来说是一种
心灵抚慰。

这种心灵抚慰体现在陶渊明诗文中那份历经
千载而依旧触动人心的精神力量。钱穆回忆自己
在动荡年代辗转任教于西南联大之时，也谈到自
己曾受陶渊明文学精神之涤荡:“在抗战时，余只
身居云南宜良山中上下寺，撰写《国史大纲》。每
逢星期日，必下山赴八里外一温泉入浴，随身携带
一陶集，途中泉上，吟诵尽半日。余之宁神静志，
得于一年之内完成此书，则实借陶集之力。不啻
亦如归去来，安居桃花源中也。”［11］面对战时艰
难困苦的写作条件，钱氏从陶渊明诗文中获得了
精神的安宁，将战火纷飞的敌后环境当作陶渊明
笔下的桃花源，以此平复心情，开展学术研究。陶
渊明诗文的精神力量，由此可见一斑。

而陶渊明诗文之所以能触动人心，在于其独
绝千古的自然冲淡之诗性韵致。正如何一鸿所
言，陶渊明“把他的生活和情感，都融化在大自然
里，使其与自然凝结成一片，令人分别不出什么是
他的诗，什么是自然，他的诗只是一片浑然的天机
而已”［12］。陶诗的这种自然冲淡从更深一层来
说，是源于其内在性情之率真。郑骞指出，陶渊明
的“田园诗字字都是从心里流出来的，绝非士大
夫阶级反串的作品所能及”［13］;廖秉雄也认为陶
诗“最主要的好处，还在一个真字。情真景真，事
真意真，只就本色炼得入细，就浅景写得入妙，就
浅意写得入奥，洗尽铅华，自然发艳”［14］。陶渊
明本着性情而创作的诗歌，流露出的是毫不掩饰
的真意趣，自然而成，无所造作，这便是人们对陶
诗最为称道之处。

十分欣赏陶诗本真的夏仁虎曾作诗云: “诗
人百病悉可治，唯有一俗称难医。……以真医俗
实上药，导其先者渊明辞。”［15］夏氏指出诗人作
诗最忌“俗”，而祛除“俗”的最佳良药为“真”，其
先驱则为陶渊明的诗歌。因此，具有真性情的陶
诗便深受夏仁虎的青睐。从 1941 年夏开始，历经
一年时间，夏仁虎创作了《和陶诗》四卷本，基本
对陶渊明的每首诗歌都进行了追和。其诗如《孟
夏苦旱晦日微雨》( 用《读山海经》韵) 云:

孟夏已苦暍，庭草尽凋疏。凉风忽西来，
微雨洒我庐。小窗喜多明，披襟展素书。巷
穷少宾辙，门息长者车。厨烟低不起，犹办笋
与蔬。朝朝数米炊，饱与童仆俱。颇闻旱象
成，忍见流民图。笺笺不润物，差胜叹焚如［16］。
此诗写于 1942 年，是年夏仁虎任教于北大。

诗中记录了当年发生在北方的大旱，及其所造成
的严重饥荒。面对着聊胜于无的微雨，夏氏喜出
望外，但也为身处苦旱灾殃的人民感到心焦。抒
写微雨之幽美的同时，不乏心系苍生的悲悯情怀。

同年，另一位诗人彭作桢也出版了一本《和
陶集》。他自称“予年来饮酒后辄吟陶诗……百
忧都解，其感人有不可思议者”［17］，因而尽和陶
诗，表达对陶诗的喜爱之情。其诗如《饮酒二十
首》其一云:

平生不解饮，客来强饮之。自恨终日醒，
不如人醉时。六十忽超然，性天见于兹。谈
理忘同异，闻者翻骇疑。区区何以答，杯酒常
独持［18］26。
此诗颇具陶渊明《饮酒》诗以酒为乐、忘怀世

事的韵味。可以说，夏、彭二人的和陶，不仅反映
出诗人在苦难的抗战岁月里以陶诗驱除内心的压
抑，也体现了陶诗独特的文化张力成为动乱时代
人们安顿灵魂的精神家园。

除了和陶诗，作家还将陶渊明写进小说，通过
陶渊明这个人物形象传达出战时知识分子对陶渊
明诗意人生的向往。如沈天鹤的《陶渊明》就塑
造了一个淡泊清宁的陶渊明形象。小说中写道:

他走到东园，菊花盛开得像一抹五彩的
云霞。阳光洒在上面，绚烂夺目。他沿着花
丛慢慢的走去，在每一株花前总要停驻一下，
凑近去闻一闻香气，更把枝叶儿轻轻拿起来
细看有无损伤。菊花是他的心爱的东西，他
是像慈母般在爱抚它们呢! 最后他摘下顶小
的一朵，花瓣儿细长得像一条条丝带的，把来
吻了一下，佩在襟上。末了，他走到一棵夭矫
如虬龙的青松跟前，依着干儿向菊花凝视了
多时，忽然枯瘠的脸上浮出一个会心的微笑。
随即把手杖依在树干旁，仰身在树下躺着了，
树的枝叶像一把青翠的大伞张护住他，他仰
视着头上的天空，似乎觉得它比平日更来得
高澈明澄，菊花的香味，他闻来是觉得比任何
种的花香都来得清醇，他这样躺着，几天来挨
饿的肚子，整个儿给自然的美所醉饱了［18］104 !
这段文字以小说笔法描绘了陶渊明的田园生

活，为人们呈现了一幅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抚孤松
而徘徊的田园牧歌式的诗意画卷，其不仅生动地
反映了陶渊明身上具有的“忧道不忧贫”的旷达
洒脱品质，也流露出作者内心深处的诗性情怀。

此外，给战时人们带来诗意情怀的还有陶渊
明笔下的桃花源。在这片与世隔绝的乐土里，风
景美妙如画，没有王朝更迭，没有战争动乱，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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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着安详融洽的幸福生活，令人神往情动。因
此桃花源成为抗战时期知识分子们的诗意栖居
地，被他们称之为“东方的乌托邦”“里面充满着
无为而治的精神……一切的生活姿态，完全任其
自由”［12］161。而作家们也纷纷建构着属于这个
时代的自由乌托邦，从中寻求心灵的慰藉，并让思
想洒脱无拘地徜徉其中，以此与苦闷的战乱现实
世界决裂。

如废名在《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中写莫
须有先生在战时流落黄梅乡间，感受到的是民风
淳朴，乡民们“不知今是何世”［5］822，仿佛身处桃
花源。面对着战争，他们保持平静的心态。即便
“头上都是日本佬的飞机”，他们“一见了日本佬
都扶老携幼地逃”，可他们依然乐观地生活，相信
“日本佬一定要败的”［5］825，不受战争困扰，颇具
自然无为的桃源心境。除了废名笔下的黄梅故
乡，还有沈从文塑造的湘西世界、师陀描绘的果园
小城等，都代表了抗战时期作家所创造的现代版
“桃花源”。然而，日军惨绝人寰的侵华战争还是
让昔日美好的桃花源陷入万劫不复之境地。1939
年，沈祖棻在重庆遭遇日军空袭，他以《霜叶飞》
一词记云:

晚云收雨。关心事，愁听霜角凄楚。望
中灯火暗千家，一例扃朱户。任翠袖、凉沾夜
露。相扶还向荒江去。算唳鹤惊乌，顾影正、
仓皇咫尺，又催笳鼓。

重到古洞桃源，轻雷乍起，隐隐天外何
许? 乱飞过鹢拂寒星，陨石如红雨。看劫火、
残灰自舞，琼楼珠馆成尘土。况有客、生离
恨，泪眼凄迷，断肠归路［19］。
即便是和谐宁静的桃源，也会沦为战争机器

的炮灰，成为一片狼藉不堪的废墟。而此时战火
纷飞之下偌大的一个中国，已难以安放下一张平
静的书桌，遑论憧憬幸福的未来。知识分子们心
中的诗意家园，也如同战火中的华夏江山，已是千
疮百孔、支离破碎。

三、家国情怀与现实抗争

面对现实中尖锐的民族矛盾的威胁以及诗意
人生和精神家园所受到的战争摧残，知识分子们
奋起抗争，以文字为战斗武器，通过文学创作和学
术研究，唤起国民共同抗敌救国的民族情感。而
在陶渊明接受方面，他们则更多地阐扬其心中的
家国情怀及其诗文中所具有的抗争现实之精神。

置身晋宋政治变局之中的陶渊明，“虽然是
一个本性恬静的人，但毕竟也像封建时代许多士

大夫一样，怀有建功立业大济苍生的壮志”［20］，
因此他即使归隐陇亩，也无法完全忘却世事。陈
寅恪引沈约之“忠愤说”肯定了陶渊明心中所具
有的政治情怀: “渊明政治上之主张，沈约《宋
书·渊明传》所谓‘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
异代，自［宋］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最为可
信。”［21］他之所以选择遁归田园，过风轻云淡的
隐居生活，则在于污浊之现实让其无法实现心中
的政治抱负。恰如何一鸿所说: “历代的批评家，
都把渊明归于隐逸之列，其实这种见解也是不正
确的。他并不是没有忧国忧民的热情，也不是没
有政治的理想，这都可以从他的作品中领略到的。
他之所以隐遁田园而不仕的原因，就是因为社会
的腐象日深，积重难返，英雄无用武之地，只有投
身在自然的怀抱里，春耕秋获，饮酒赋诗，来消磨
他的岁月。”［12］155 － 156

在诗意的田园生活里，陶渊明并没有忘怀家
国天下，他将自己的政治情愫寄托在《述酒》《拟
古》《咏荆轲》等诗篇中。尤其是《述酒》诗，自汤
汉注陶诗起，就被认为其中深刻寄寓了陶渊明不
能忘怀前朝政事的忠愤情绪。后来鲁迅也说:
“《陶集》里有《述酒》一篇，是说当时政治的。这
样看来，可见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
淡。”［22］1937 年冬，储皖峰写作了《述酒诗补
注》，对这首诗作出进一步的注解说明，以彰显陶
渊明的政治情怀。他认为陶渊明通过曲折隐晦的
手法，在诗中表达了自己的世乱之悲与家国之思，
“以酒为名，而实则悼晋祚之式微，愤刘裕之盗篡
也”［23］5，寓含着丰富的政治色彩。其实这篇《述
酒诗补注》是储氏对当时世道有所兴发而作。他
在该文的开篇便颇有感慨地说明撰写此文的心
迹。他指出《述酒诗》“此诗不明，则靖节之心事
不能表白于世，每一展卷，求其说而不得，为之慨
焉太息”，又说: “今年秋海宇不宁，杜门养疴，意
有所郁结，托之卷轴以自遣，于是发愤取陶诗读
之，于《述酒》之篇反覆玩味，以意逆志，似颇有所
解，遂稽之史传，参之载籍，为补注一卷，极知浅
陋，无当大雅，姑以寓吾之意而已。”［23］1时值日军
发动侵华战争初期，滞留在北平的储氏“意有所
郁结”而作《述酒诗补注》，其中潜藏的忧国伤时
之意，正是因储氏念及陶渊明眷恋故国之情而起。

可以说，陶诗中以《述酒》为代表的这一类诗
歌，在战乱时代具有振奋人心、干预现实的积极意
义。施若霖指出，对于陶诗“不能仅看到他底一
面———消极的有闲，却也要体会到他底愤慨的寄
托所在”［24］32，特别是对《咏荆轲》《拟古》等这些

·831·

ChaoXing



充满激昂斗志的诗歌，要充分体会诗中“愤怒、悲
哀、痛苦、醒会、叹息”的沉壮格调，才能真正而全
面地理解陶渊明的人格。同时，施若霖还不无讽
刺地说:“‘年轻’的陶潜在现在要隐藏到深山里
去，‘悠然见铁鸟之下大卵’( 仿新象征派诗句) 只
有死路一条”，认为当时处在抗战时局中的青年
人不能仅一味追求冲淡和平的创作，而是应该投
入到现实血与火的战斗中，“活泼地勇壮地继续
抗战下去”［24］33。可见，在战火蔓延华夏大地的
苦难岁月里，饱含爱国热情的知识分子更看重的
是陶渊明愤世忧国的家国情怀及其诗中豪壮雄奇
的风格，以警醒国人尤其是青年人奋起救亡图存，
激发他们的战斗意志和人格力量，担当起民族和
时代赋予的重任。

然而，在战乱岁月里，却有一些知识分子难以
坚守气节，周作人即是其一。在抗战之前，周作人
也是以隐士身份自居。对比他与陶渊明，堵述初
认为两人都具有共同的“怀古的情绪”。

一个人不能现实中求得满足和安慰，结
果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就是怀念过去，一条
就是憧憬将来。周作人和陶渊明都不期而然
地走上那怀念过去的路，这便是他们怀古之
所由来。但是他们这种怀古，却又不是对现
实的逃避，乃是对现实的反抗，因为他们仍是
各自在那种现实的社会里认真地生活着。于
是矛盾就出来了，因为现实的认真生活和过
去的怀念是有冲突的，结果便形成了一种叛
徒和隐士合一的生活［25］28 － 29。
陶、周两人都怀念过去，然而怀念过去并非逃

避现实，他们都是关注现实却不满现实而有所反
抗，这是“叛徒生活”。至于“隐士生活”，则是“陶
渊明的‘饮酒’与周作人的‘闭户读书’”。陶、周
两人并非甘心做隐士，而是通过或“饮酒”或“闭
户读书”来反抗现实，“拿隐士作帽子，来达到作
叛徒的目的”［25］29，此即为“叛徒和隐士合一的生
活”。由此可见，抗战之前的周作人还是颇受时
人敬重的。可是抗战爆发后，周作人却真正地过
上了“叛徒生活”，无论他有什么样的苦衷与隐
曲，这终究是个污点，且此时的“叛徒生活”已非
堵述初所说的“对现实的反抗”，而是在日本帝国
主义的淫威下自甘沉沦。所以当时就有人指出:
“周氏虽不愿为五斗米而向敌折腰，但依着长守
在‘苦茶庵’里，认魔手下的北平犹如今日的‘桃
花源’，而始终老于是乡，周作人之不如陶渊明，
于此可见。”［26］这时再比较陶、周两人，人们对
陶、周人格的评判已有高低之别。

因此，具有坚定人格气节和深厚家国情怀的
陶渊明，也就成为抗战时期知识分子们心中的伟
大民族诗人。而陶渊明也被他们写进文学作品，
借以发抒现实抗争之感。

众所周知，郭沫若在抗战时期十分称颂屈原，
通过创作历史剧《屈原》弘扬时代战斗精神，激发
民族爱国热情。而具有高洁人格和家国情怀的陶
渊明，同样受到郭氏的景仰与推崇。他在《题傅
抱石画八首》其二《中国有诗人》里，对这两位伟
大的民族诗人进行了热情歌颂。

中国有诗人，当推屈与陶。同遭阳九厄，
刚柔异其操。一如云中龙，夭挢游天郊。一
如九皋鹤，清唳澈晴朝。一如万马来，堂堂江
海潮。一如微风发，离离黍麦苗。一悲举世
醉，独醒赋离骚。一怜鲁酒薄，陶然友箪瓢。
一筑水中室，毅魄难可招。一随化俱尽，情话
说渔樵。问余何所爱，二子皆孤标。譬之如
日月，不论鹏与雕。旱久焦禾稼，夜长苦寂
寥。自弃固堪悲，保身未可骄。忧先天下人，
为牺 何 惮 劳? 康 济 宏 吾 愿，巍 巍 大 哉
尧［27］332 － 333。
《题傅抱石画八首》是郭沫若在 1942 年为友

人傅抱石创作的一组人物画所写的题画诗，《中
国有诗人》即是其中一首。郭沫若指出，傅抱石
的这组人物画“如屈原，如陶潜，如野遗与费密
游，如鹤野题石涛画，似均寓有家国兴亡之意，而
于忠臣逸士特为表彰”［28］。与傅抱石寄情于画
一样，郭沫若亦是寄情于诗而别有所托。郭沫若
笔下的陶渊明和屈原相比，虽然一是“自弃”，一
是“保身”，但他们在世道动乱、家国危亡之时，
“忧先天下人，为牺何惮劳”，都有着孤高傲岸的
高洁人格和忧国忧民的伟大情怀。“康济宏吾
愿，巍巍大哉尧”，郭沫若通过诗笔描写屈、陶两
位伟大诗人的人格，不仅饱含着他发自内心对诗
人的敬慕之情，也意欲以诗人的人格魅力激励中
华民族的抗战意志和爱国热情。

此外，郭沫若在这组题画诗的第三首《题渊
明沽酒图》中，还对陶渊明进行了别致的描写:

苍苍古木寒，觳束难可遮。前村沽酒去，
薄酒聊当茶。匪我无鸣琴，弦断空咨嗟。匪
我无奇书，读之苦聱牙。悠悠古之人，邈矣如
流霞。平生幽窅思，楮上著残花。照灼能几
时? 吾生信有涯。呼童急急行，莫怨道途
赊［27］333。
诗中以简洁的笔法刻画出高旷洒脱的陶渊明，

让人如睹目前。同时，郭沫若在诗中还通过描写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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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明，指出面对有限的生命，人生应该奋起前行，只
有恐为人后的精神，才能征服漫长的人生路途。可
以看出在中华民族危机之际，知识分子之“爱陶”
更愿取其积极有为之面，有其特殊的文化抉择。

而小说中的陶渊明形象同样寄寓着作家们强
烈的时代精神。除了废名以现代知识分子的视角
对陶渊明进行颇具现实意义的解读之外，沈天鹤
的《陶渊明》也是别有寄托。小说中写陶渊明和
一位邻居老农饮酒时有一组对话:

“老先生!”那邻老对渊明略有菜色的瘦
脸，褴褛的衣衫注视了好一会，忽然热情地说
道:“我倒要劝劝你，古人说得好: ‘世人皆
浊，何不掘其泥而扬其波?’你老先生何不稍
稍随俗浮沉些儿，再去出仕一次呢!”

这时渊明酒正喝得半酣，听了邻老的说
话，心里不禁想起我岂愿为五斗米折腰向乡
里小儿的事来，因连忙微笑了一下，回答着
说:“你劝我去做官吗? 做官固然有味的，做
得清得名，做得浑得利; 浑得手腕灵敏一些，
还可名利双收! 可是这样的官味我可辨别不
出什么好处来，何况做官的人能有几个真替
老百姓打算，他们大多是要搜刮民脂民膏的。
我呢，我自己觉得不配去做官，我很记得三十
四岁做刘牢之参军时，就不耐烦得什么似的，
甚至于看到飞鸟游鱼的自由自在，也觉得我
自家 是 落 在 尘 网 中 了，心 里 要 起 疚
愧……”［18］

这组对话虽然是对陶渊明不肯为官从政之事
迹所进行的演绎，但是从中却折射出作者对当时
国民党官场的批判之意。小说写于 1941 年，时值
抗战相持阶段，面对人民的深重苦难，国民党官僚
们无所作为，却日益贪污腐败，搜刮了大量民脂民
膏，中饱私囊，大发国难财，过着贪婪无耻、穷奢极
欲的生活。因此小说中所言的“做官的人能有几
个真替老百姓打算，他们大多是要搜刮民脂民膏
的”，就是当时国民党政府贪腐内幕的写照。作
者借小说人物陶渊明之口，传达出反抗黑暗现实
的时代之感，别创一格，颇能启人深思。

综而言之，出现在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笔下的
陶渊明，是一位有血有肉、充满人格力量的伟大民
族诗人，他所创造的诗意田园生活安顿了战时人
们痛苦的灵魂，他身上具有的家国情怀与“金刚
怒目”式的战斗精神激发了战时人们抗争动乱现
实的意志。因此，知识分子们在艰难困苦的抗战
岁月里对陶渊明的接受过程，不仅饱含重要的学
术价值，更具有深远的时代文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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